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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

——基于NCA与QCA的复合研究

杜红梅，周 健*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基于湖南省 342 个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 6
个前因条件，结合必要条件检验与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探究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

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单个制度条件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

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但描述性社会规范对提升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具有重要

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的差异化条件组态，具体可分为激励诱导型、约束倒逼型和引导示范型 3 类，其中激励诱导

型的解释性和普适性最高，且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升路径存在差

异性。由此从打好不同类型正式制度组合拳、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外在合力、因“类”而异

地实施差异化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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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力争于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最大的生猪生产国，我国生猪养殖温室气体平

均年排放量超过一亿吨CO2当量，且随着食物消费升级带来的动物源性产品需求刚性提升，排放量还

在不断增长，其中粪污是生猪养殖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1]。此外，生猪养殖粪污中含有大量氮磷元

素、重金属、残留药物等，易导致水体、土壤、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2]。因此，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

进养殖业降碳减污，需要积极完善制度设计[3]，以调整养殖户生产行为，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例如，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完善政策体系，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则强调要健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制度，持续开展整县推进，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然而，我国乡村治理具有分散性、不确定性

和复杂性等特征，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组织化程度降低，导致环境规制政策等正式

制度作用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4⁃5]。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相较于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非

正式制度因具备传染延续性，作用效果往往更加明显[6]。根据实际调研，作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主

体，不同类型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且他们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感知和反

应存在差异。因此，厘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生猪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作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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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并关注其对于不同类型生猪养殖户的影响，对于引导生猪养殖户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低

碳养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围绕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研究。

就正式制度而言，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激励型环境规制[7]、约束型环境规制[8]、引导型环境规制[9]等正式

制度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具有直接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作用通常存在差异[10⁃12]。

同时，还有学者关注了单一环境规制在其他环境规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指出单种环境规制对其他

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13⁃14]。就非正式制度而言，学者们基于

博弈与仿真分析发现，社会规范可以在养殖户之间形成一种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的非正式约束[15]，从而

影响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亦有不少学者基于定量或定性方法，探究了社会参照、社会信

任、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作用机理[16⁃17]。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

还关注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驱动养殖户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协调效应，他们发

现：一方面正式制度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的中介传导作用，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11]；另一方面

正式制度亦可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且不同正式制度对不

同维度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16]。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其一，已有研究多单独探

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独立作用，仅有的少数探讨两者之间协调

效应的研究则多聚焦于两个变量之间，也未关注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多个维度之间的协同匹配

效应，对不同制度条件重要性的判断和比较也较为缺乏。然而，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是多

维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不同制度之间的影响并不独立，它们能联动匹配形成不同的制度组合，从

而作用于养殖户。因此有必要考虑多维制度组合对养殖户的协同影响，厘清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

利用行为的制度组态，甄别出影响该行为的核心制度条件。其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养殖户粪污资

源化利用行为的“有无”，但行为的“有无”显然难以反映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程度和效果，故有必要对

行为效果及其提升路径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湖南省 342份养殖户调研数据，运用必要条件检

验（NCA）和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在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细分的基础上，从制度

组态视角出发，分析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揭示提高粪污资源化利

用水平的不同驱动路径，拓展与深化相关研究，为实现养殖业减碳降污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为乡村环境治理方式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一、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 North 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

类。两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人类行为，决定经济绩效[18]。基于此，两类制度毋庸置疑

也会影响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目前，学者们对两类制度按不同维度进行了划分，Scott的
三维度划分法最为经典，他认为制度可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 3个维度，其中规制属于正式制度，而规

范和认知则属于非正式制度[19]。本研究以Scott的制度划分为基础，借鉴已有研究，用激励型规制、约

束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代表正式制度[5,12]，用命令性社会规范、描述性社会规范和

责任认知代表非正式制度[10,20⁃21]，构建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驱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1.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如前所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环境规制主要分为激励规制、约束规制和引导规制三类。在

激励型规制影响下，政府会提供资金补贴、物资支持给养殖户，从而有利于降低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经

济成本，并增强他们的参与意愿和行为积极性，由此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22]。在约束型规制

影响下，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养殖户的行为进行强制约束，为避免处罚导致的经济成本、时间成

本和声誉成本等损失，养殖户会认真遵守条例规定，努力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在引导型

规制影响下，政府会积极宣传相关政策、并开展相关培训，有利于增强养殖户对环境保护政策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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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从而强化他们的环保责任意识，促使养殖户顺应规制要求，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2.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根据Scott的划分，本文从社会规范和责任认知两个方面衡量非正式制度。所谓社会规范是指群

体成员共同遵守的无法律约束的规则和标准，能够对群体内成员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促使成员

行为与群体行为保持一致的一种非正式约束，分为命令性社会规范和描述性社会规范[23]。其中，命令

性社会规范反映了群体成员对某行为的认可态度，是个体对他人认知的感知，其会约束个体行为，使

个体选择被群体认可的行为[24]。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养殖户受家人邻里的影响很大，周围人对粪污资

源化利用的认可度越高，养殖户对该行为的认可度可能也会越高，从而越愿意对粪污进行资源化利

用。描述性社会规范反映了一定区域内其他人对某行为的执行情况，是个体对群体行为的感知，能

够引导个体模仿群体行为[24]。周围养殖户积极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会对养殖户产生示范效应和引

导作用，有利于激活养殖户的从众心理，促使其模仿周围养殖户行为，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提高利

用效果。自我约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5]，个体对本应承担责任的准确认知，有利于激活自

我约束的作用[21]。自投资金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强度能有效反映养殖户的责任认知，该认知

会约束养殖户的粪污处理行为，促使其自觉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组合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不可分割，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实施运转的基

础，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强有力支撑[25]。两种制度的功能存在重叠、执行效力也有

所差异，制度的不同维度交织互动，共同影响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和效果提升[26]。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在引导、约束等功能上存在重叠，二者推动养殖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时

可能出现替代或强化效应[26]。一方面，正式制度能够通过宣传培训等引导规制发挥引导作用，非正式

制度借助群体行为等描述性社会规范也能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能

对养殖户行为产生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命令性社会规范和责任认知也能对养殖户的粪污资源

化行为进行约束。从现实来看，在推动养殖户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受经济发展水平、思想

观念、传统习惯等影响，制度对不同养殖户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但当某种制度的功能发挥受阻时，

与其功能相似的另一种制度能够发挥替代作用。例如，年纪越大的养殖户，思想可能越守旧，对政策

的认知和响应较慢，引导规制难以对其粪污处理行为产生良好作用。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老一

辈养殖户更易受区域内其他养殖户的影响，会随大流模仿其他养殖户的先进经验方法，从而提高粪

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这时描述性社会规范便替代引导规制发挥引导作用。此外，责任认知、命令

性社会规范和约束规制均具有约束作用，这 3个维度的制度相组合能够从个体心理和外部情境两方

面发挥作用，强化制度对养殖户粪污处理行为的约束效果，从而驱使养殖户参与粪污资源化利用并

提升行为效果。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在执行效力上存在差异，二者推动养殖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时可能出

图 1 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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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互补效应[26]。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虽可借助描述性社会规范来引导养殖户参与粪污资源化利用，也

能通过养殖户的责任认知和命令性社会规范来约束其粪污处理行为，但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程度和养

殖户为提高行为效果的努力程度，完全取决于养殖户的个人意志，因此非正式制度的执行效力在一

定程度上是脆弱的，缺乏强制力[27]。相反，正式制度中惩罚监管等约束规制具有确定性和强制性，能

够弥补非正式制度在执行效力上的不足，为非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非

正式制度内生于农村“熟人社会”、产生于养殖户长期生产生活实践[28]，比正式制度更具亲近感，社会

规范亦可凭借“本土优势”，运用养殖户熟悉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直观的方式，宣传和推广先进的粪污

资源化利用技术和利用模式。因此，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虽在执行效力上存在差异，但又各具优

势，两种制度不同的执行效力可以相互弥补，合力推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不同维度相互影响、相互交织，联动影响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

效果。第一，养殖户的责任认知由社会规范内化而来，会根据不同情境驱使养殖户调整粪污处理方

式，以符合群体态度、群体行为等社会规范的要求[29]。第二，引导规制会影响责任认知，并在激励规制

或约束规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12]。政府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环境保护的宣传培训活动，既利于强化养殖户对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责任认知；也利于增进养殖户对

政策的了解、减少理解偏差，从而增强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的作用。第三，约束规制会调节激励规制

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政府的激励与约束规制结构呈现出管制多补

贴少、政策缺乏弹性的特征[30]，在高强度约束规制的作用下，养殖户可能产生抵制情绪，甚至忽略激励

规制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养殖户多年生产习惯形成的粪污处理方式难以在短时间改变，尽管激励

规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粪污资源化利用初期更加需要高强度的约束规制，帮助养殖户度过由

传统粪污处理方式转向资源化利用的阵痛期，以提升其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31]。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1.研究方法：NCA与QCA相结合

必要条件检验（NCA）是一种识别和检测数据中必要不充分条件的研究方法，而定性比较分析

（QCA）是一种基于集合论思想，在充分因果分析上具有突出优势的研究方法，且兼具定性与定量特

点。QCA 分析过程中用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考察结果是否有效，一致性大于

0.75，就认为条件变量或组态是结果的充分条件，覆盖度则是考察通过一致性检验的集合关系多大程

度上解释了结果[32]。一致性计算如式（1），覆盖度计算如式（2）。

Consistency (XI ≤Yi)=
∑[ ]min ( )Xi,Yi

∑Xi

(1)

Coverage (XI ≤Yi)=
∑[ ]min ( )Xi,Yi

∑Yi

(2)

上式中：Xi表示激励规制、约束规制、引导规制、命令规范、描述规范和责任认知等 6个条件变量；

Yi是第 i个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

本文将NCA与QCA两种方法相结合，基于组态视角分析制度条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

行为效果的复杂作用机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虽然QCA也能识别必要条件，但其只能确定条

件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且能识别出的必要条件偏少。而NCA不仅能判断条件变量是否构成结

果的必要条件，还能通过上限回归（CR）和上限包络（CE）分析必要条件的效应量，识别出条件变量在

多大程度上才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第二，要揭示制度条件如何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

果提升，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的常规分析远远不够。与传统计量方法

不同，QCA认为条件变量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组合构成了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养殖

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差异化驱动机制。因此，QCA更适合从整体性关系出发，来探究多维

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作用机制。

106



第3 期 杜红梅 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

2.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1年 7-8月对湖南省 7个县（市、区）开展的生猪养殖户微观调查。选取湖

南省作为样本省份的原因在于：第一，湖南省是我国生猪养殖“头部三省”之一，生猪养殖粪污量大面

广；第二，湖南省于 2017年印发了《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和《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强化了对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正式制度规制力度，并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效[33]；第三，湖南省于 2019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

见》，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写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制定、完善与执行非正式制度方面表现突

出[34]。为确保样本代表性，调查遵循分层设计与重点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在考虑经济发展

水平和自然地理特征的基础上，选取赫山区、湘阴县、屈原管理区、湘潭县、湘乡市、双峰县和新化县

等 7个生猪养殖大县（市、区）；再从生猪养殖户数量排名前一半的乡（镇）中随机选择 2~3个乡（镇），

结合养殖规模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等差异，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10~20个生猪养殖业主（养

殖场负责人）进行调查。调查共回收问卷 40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342份，问卷有效率

达 84.2%。QCA 要求样本量至少有 2n+1个（n 为条件变量个数），故 342 个样本可保证结果的内部

效度[35]。

样本养殖户主中，男性占 95.03%；50岁及以上的养殖户主占 61.40%，40岁以下仅占 8.77%；养

殖户主整体学历偏低，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 53.22%；养殖户主的职业经历差异明显，普通

农民占总样本一半以上，创办养殖场之前以经商创业为主职业的占 23.68%，外出务工返乡后创办养

殖场的养殖户占总样本的 18.42%；受调查养殖户的整体养殖经验丰富，有 10年及以上养殖经历的超

过一半。值得关注的是，有 7.90%的养殖户是在非洲猪瘟爆发以后进入该行业；另外，养殖规模以中

小规模为主，生猪年出栏量在 2000头及以上的仅占总样本的 17.25%。以上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养殖

户的平均状态，进一步表明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变量测度及校准

基于数据可获性并借鉴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依据养殖户对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的主观评价来衡量

其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36]。《“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指出，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

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76%，到 2025年该指标要达到 80%以上。据此本文以 70%~80%为中点，设

置了 5级等距量表来衡量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同时，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将正式

制度分为激励规制、约束规制和引导规制 3个维度；非正式制度分为命令性社会规范、描述性社会规

范和责任认知3个维度，具体变量设置如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数据统计

变量名称

行为效果

正式制度

非正式

制度

指标选取

利用率/%

激励规制

约束规制

引导规制

命令规范

描述规范

责任认知

测量标准

您养殖场的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

[0，60)=1；[60，70)=2；[70,80)=3；[80,90)=4；[90,100]=5
您认为补贴政策能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非常不认同=1；不太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您认为政府对畜禽粪污排放的监管力度：

非常放松=1；较放松=2；一般=3；较严格=4；非常严格=5
您认为政府对畜禽粪污治理的宣传次数：

非常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非常多=5
您身边的人认同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

完全不认同=1；不太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完全认同=5
您附近或熟悉的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如何：

根本没有=1；基本没有=2；一般=3； 较多=4；全部=5
您愿意全部自投资金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较愿意=4；非常愿意=5

均值

3.87

4.28

4.60

3.86

4.54

3.59

3.21

标准差

1.06

0.71

0.65

1.24

0.64

0.4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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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分析之前，为避免条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导致分析结果偏差，本文以激励规制为被

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表2）。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2，说明各条件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

遵循QCA方法的分析步骤，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变量进行校准，参考学者Ong等[37]的做法，将

校准阈值分别设置为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完全隶属）、 均值（交叉点）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完全

不隶属），由于约束规制、引导规制和命令规范的“均值+标准差”大于变量最大值 5，故将该 3个条件

变量的完全隶属阈值设置为 5，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非高行为效果则通过高行为效果的非集实现，

从而将所有变量数据校准为0~1。

三、实证分析

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是致使结果发生的瓶颈，必要条件检验是进行因果分析的前提[38]。本文先用NCA检验

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再用QCA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NCA检验必要条件的起点是散点图①，散点图中包含了X（条件变量）对应的每种Y（结果变量），如果

在散点图中左上角存在空白区域，X便可能是Y的必要条件。6个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散点图

均在观测点左上方，不存在空白区域。据此，可认为 6个条件变量均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

为效果的必要条件，故不再进行效应量和瓶颈水平分析。

采用QCA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的一致性均远低于 0.9，不构

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39]，检验结果与NCA一致。进一步表明激励规制、约束规制、引导规制、命令

规范、描述规范和责任认知均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QCA 已发展出清晰集、模糊集、多值集、时

序性定性比较分析等 4种子方法。由于本文变量

均用 5级量表测度，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fsQCA）来分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

为效果的制度条件组态。参考已有研究[39⁃40]，本

文将频数阈值设为 4，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 0.75，
PRI一致性阈值设为 0.6。运算得到复杂解、简约

解和中间解等三种解，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

套关系对比，识别出每个组态的核心条件：既在

中间解也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该组态的核

心条件，只在中间解出现的为边缘条件[32]。由

此，得到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非高）行为效

果的制度条件组态（表 4），不难发现，单个解（组

态）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最低标准 0.75，说
明结果有效。

（1）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制度条件组态。根据表 4，共有 3条促成高行为效果的

制度条件组态（S1、S2、S3），根据各组态的核心条件，结合目前粪污资源化利用政府主导的现实情况，

①    限于篇幅，散点图已略去，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

VIF

约束规制

1.271
引导规制

1.230
命令规范

1.100
描述规范

1.040
责任认知

1.057

表3　QCA方法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激励规制

~激励规制

约束规制

~约束规制

引导规制

~引导规制

命令规范

~命令规范

描述规范

~描述规范

责任认知

~责任认知

高行为效果

一致性

0.609
0.518
0.683
0.442
0.615
0.497
0.693
0.417
0.628
0.455
0.561
0.565

覆盖度

0.659
0.578
0.624
0.608
0.620
0.599
0.653
0.548
0.615
0.570
0.640
0.598

非高行为效果

一致性

0.539
0.616
0.654
0.499
0.595
0.541
0.582
0.553
0.581
0.521
0.538
0.616

覆盖度

0.479
0.564
0.490
0.564
0.493
0.536
0.451
0.597
0.467
0.535
0.504
0.537

注：“~”表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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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分别命名为“激励诱导型”“约束倒逼型”“引导示范型”。

激励诱导型（S1）：其表示以高激励规制、高命令规范、高描述规范和高责任认知为核心条件，高

约束规制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能够促使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该组态一致性为

0.793，说明在满足该组态条件的样本案例中，有 79.3%的养殖户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这也意味着，在粪污治理以补贴激励规制为主，监督约束规制为辅的正式制度大背景下，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相互协调发挥作用，共同驱动养殖户取得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其原因可能在

于，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和设备购买补贴等激励规制，能够降低养殖户的预期成本；而罚款禁养

等约束规制会增加随意排放粪污的预期成本，两个维度正式制度的联动影响，会加速养殖户实施粪

污资源化利用的进程。加之，家人邻里对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高认可度和其他养殖户积极开展粪污资

源化利用的良好示范，会不断强化养殖户的责任意识，促使其形成良好的个体规范，从而实现粪污资

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组态S1的原始覆盖度为 0.201，远高于其他高行为效果组态，表明该组态的普

适性远高于其他组态，这也与目前政府实施资金补贴激励与严格监管约束并行的政策，以全面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实际情况相符。该组态唯一覆盖度为0.131，说明在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

为效果的样本案例中，有13.1%只能通过组态S1的路径条件实现高行为效果。

约束倒逼型（S2）：其表示以非高激励规制、高约束规制、非高引导规制、高命令规范、高描述规范

和非高责任认知为核心条件的组态，能够驱动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该组态一致

性为 0.899，说明在满足该组态条件的样本案例中，89.9%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这也

意味着，即使缺乏资金补贴激励和宣传引导，约束规制和社会规范形成合力，能够倒逼养殖户实现粪

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可能的原因是，严格监管和行政处罚等约束规制、家人邻里对粪污资源

化利用的认可等命令规范均具有约束性功能，两种不同维度的制度在功能上的重叠，能够强化制度

对养殖户粪污处理行为的约束。加之两种制度的执行效力存在差异，即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而

非正式制度富有“亲近感”，故两种制度会相互补充，制度的约束功能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促使

养殖户取得高水平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另外，组态 S2 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分别为

0.079、0.026，说明在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样本案例中，7.9%可以被组态S2解释，2.6%
只能通过该路径条件实现高行为效果。

引导示范型（S3）：其表示以非高约束规制、高引导规制、高描述规范和高责任认知为核心条件，

非高激励规制和高命令规范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能够驱动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该组态一致性为 0.877，说明在满足该组态条件的样本案例中，87.7%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

表4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激励规制

约束规制

引导规制

命令规范

描述规范

责任认知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整体一致性

整体覆盖度

高行为效果

S1
●

⋅

●

●

●

0.793
0.201
0.131

0.803
0.252

S2
⊗
●

⊗
●

●

⊗
0.899
0.079
0.026

S3
⊗

⊗
●

⋅
●

●

0.877
0.088
0.022

非高行为效果

N1
⊗
●

●

⊗

0.796
0.190
0.074

0.765
0.335

N2
⊗

●

⊗

⊗
⊗

0.837
0.139
0.022

N3
⊗

⊗
⊗

●

⊗

0.834
0.167
0.078

N4
⊗
●

●

⊗
⊗

0.866
0.124
0.032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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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具有较高责任认知的养殖户，在政府宣传和群体

示范的引导下，也能实现高水平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组态S3的路径机理与组态S2相似，政

策宣传、技术培训等引导规制和养殖群体的实际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等描述规范均具有引导功能，

即两种制度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因此引导规制和描述规范相交织能够强化制度对养殖户的引导作

用。同时，引导规制、描述规范又分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执行效力上的“强制性”和“亲近感”

能够相互补充，有利于引导作用的发挥。此外，引导规制和描述规范还能强化养殖户的责任认知，进

而强化其对粪污处理行为的自我约束，促使其取得高水平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组态S3的原始

覆盖度为 0.088，唯一覆盖度为 0.022，说明在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样本案例中，8.8%可

以被组态S3解释，只能通过组态S3实现高行为效果的样本占2.2%。

（2）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非高行为效果的制度条件组态。表 4显示，有 4条导致非高行为效果

的制度条件组态。组态 N1表明，在缺少激励规制和命令规范时，即便有较强的约束规制和引导规

制，也易导致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非高行为效果。组态N2表明，若激励规制和非正式制度同时缺

失，即便进行充分引导，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也不会太好。组态N3表明，在正式制度缺

位时，较好的描述规范难以提高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组态N4表明，即使有较强的约束

规制和命令规范，激励规制、描述规范和责任认知的严重缺失也会抑制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

效果提升。

（3）不同条件组态的对比分析。①对比高行为效果的 3条组态可知：首先，组态S1的原始覆盖度

和唯一覆盖度都远高于S2、S3，说明养殖户在该条件组态的驱动下，更易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

效果；其次，较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较多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说明非正式制度可能对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具有更重要的作用。②对比高行为效果和非高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

可知：第一，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组态具有非对称性，即非高行为效果的组态并不

是高行为效果组态的对立面；第二，单一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因素难以促使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

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由此可认为养殖户粪污资源化高行为效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作用的

结果。③对比组态S2与N4可知，两条组态具有相似的核心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中的描述规范有所差

异，结合描述规范在 3条高行为效果组态中的表现，说明其对促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至关重要。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调整原始一致性阈值和案例频数阈值两种方法，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41]。首先，保持案例频数阈值和 PRI一致性不变，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

0.75调整为 0.8；其次，保持原始一致性和PRI一致性不变，将案例频数阈值由 4提高到 5，两种不同检

验方法产生的组态与调整前基本一致（表5），说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39]。

四、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

由于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在资源禀赋、成本投入、风险感知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制

度条件可能对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根据生猪年出栏

量，将样本划分为小规模（年出栏量小于 500头）、中规模（年出栏量 500~1999头）、大规模（年出栏量

大于 1999头）[22]，以此探索制度因素对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差异化影响，结

果如表6。
由表 6可知，小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存在 2条组态。组态G1表明以激励规制

和描述规范为核心条件，约束规制、引导规制和命令规范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能驱动小规模养殖户实

现粪污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组态G2与S2相似，表明即使缺乏引导规制和责任认知，约束规制、命令

规范和描述规范为核心条件，也能驱动小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中规模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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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也存在 2条组态。组态G3表明，即使缺乏责任认知，以描述规范为

核心条件，约束规范、引导规范和命令规范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能够促使中规模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

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组态G4表明，即使缺乏激励规制，以描述规范为核心条件，约束规范、引导规范

和命令规范为边缘条件的组态，也能驱动中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由组态 G5
可知，激励规制、约束规制、命令规范、描述规范和责任认知共同发挥核心作用，能够驱动大规模养殖

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综上所述，小、中、大规模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存在差异化的驱动路径。其

中，描述规范对三种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提升具有普遍突出作用，责任认知则对大

规模养殖户的作用显著，正式制度对中等规模养殖户驱动乏力，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对小规模和大

规模养殖户的影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南省 342个生猪养殖户样本，结合NCA和QCA两种研究方法，分析正式制度、非正

式制度的因素匹配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必要性和充分性两类因果关系，揭示促成养

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制度条件组态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

（1）单个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条件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但描

述规范对促成高行为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5　高行为效果组态的稳健性检验

条件变量

激励规制

约束规制

引导规制

命令规范

描述规范

责任认知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整体一致性

整体覆盖度

高行为效果

S1
●

⋅

●

●

●

0.793
0.201
0.131

0.803
0.252

S2
⊗
●

⊗
●

●

⊗
0.899
0.079
0.026

S3
⊗

⊗
●

⋅
●

●

0.877
0.088
0.022

高行为效果
（原始一致性为0.8）

S1’
●

⋅
⊗
⋅

●

●

0.850
0.100
0.041

0.810
0.213

S2’
⊗
●

⊗
●

●

⊗
0.819
0.141
0.078

S3’
⊗

⊗
●

⋅
●

●

0.877
0.088
0.022

高行为效果
（频数阈值为5）

S1’’
●

⋅

⋅
●

●

0.793
0.201
0.151

0.802
0.230

S2’’
⊗
⋅

⊗
●

●

⊗
0.899
0.079
0.028

表6　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条件组态

条件变量

激励规制

约束规制

引导规制

命令规范

描述规范

责任认知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整体一致性

整体覆盖度

小规模

G1
●

⋅
⋅
⋅

●

0.764
0.184
0.129

0.769
0.251

G2

●

⊗
●

●

⊗
0.821
0.122
0.067

中规模

G3

⋅
⋅
⋅

●

⊗
0.791
0.287
0.082

0.737
0.353

G4
⊗
⋅
⋅
⋅

●

0.761
0.271
0.065

大规模

G5
●

●

●

●

●

0.816
0.267
0.267
0.816
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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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一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条件的独立作用，难以产生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两类制

度条件相互匹配、协同作用，形成了驱动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

（3）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具有多条“殊途同归”的驱动组态路径，可分为激励诱导

型、约束倒逼型和引导示范型 3种，其中以激励诱导型的解释性和适用性最高，且不同规模养殖户粪

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升路径也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应打好不同类型正式制度组合拳，推进以经济补贴为主，以行政监管和培训宣传为辅的环

境规制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充分发挥正式制度的激励、约束和引导作用。一方面，应当加强不同类型

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因地制宜融入农村社会，满足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需要。另

一方面，还需要强化环境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养殖户对环境规制的认知，提高养殖户参与环境

保护、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责任意识，进而驱动养殖户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

二是应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外在合力，坚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管齐下。在政策推广前

期，应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本土优势”，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群体内好的做法可以发挥良好的

示范作用，从而有效引导养殖户采取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具体而言，应借助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

度弥补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亲近感”上的不足，促使养殖户在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形成默契和互

惠，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规范，进行自我约束，从而提高其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

果。后期则应以正式制度为主导，充分发挥其“强制性”，以弥补非正式制度在约束和激励功能上的

缺失，从而稳步推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高。

三是应重视养殖规模的差异性，因“类”而异地实施差异化政策。生猪养殖规模分化是行业的普

遍现象，不同养殖规模会导致养殖户的价值观和风险感知出现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对制度条件的感

知和反应。因此，在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对于不同养殖规模的养殖户，要选择侧重不同、核

心条件不同的组合政策，以此促进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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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Institutions，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armers’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Behavior

——Composite Research Based on NCA and QCA

DU Hongmei，ZHOU J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42 pig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six prerequisites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and combines the two emerging 
methods of NCA and QCA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behavior 
effect of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farmers.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ingl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high behavioral effect of the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farmers，but the descriptive social no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behavior effect of the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farmers.The condition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re multiple and concurrent，forming a differentiated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that drives the high behav⁃
ioral effect of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farmers.Th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incentive 
induction type，constraint backward forcing type and guidance demonstration type，of which the explana⁃
tory and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of incentive induction type is the highest，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behavior effect of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sizes.It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 comb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formal institu⁃
tions，strengthening the external force of manure resource utilization，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ccording to scale differences.

Key words formal institutions； informal institutions； farmers’ behavior effects； manure recy⁃
cling； NCA； 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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